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鸞堂是以扶鸞為主要儀式的宗教組織，大多以儒家

義理來教化百姓，故亦有「儒宗神教」或「聖教」之稱。

所謂「扶鸞」乃由乩手先經「請鸞」儀式，再進入神靈

附體的恍惚狀態，以鸞筆在沙盤中寫字，由其旁的鸞生

報出及記錄，即成為一篇乩文；累積到一定數量後，再

將其集結成書，此即是鸞（善）書。鸞堂通常崇奉關聖

帝君、孚佑帝君、司命真君，稱之為「三恩主」，主要

是吸收清代流行於中國的末劫觀，宣稱玉帝將降災懲罰

世人道德淪喪，三恩主不忍人間遭此劫難，乃透過飛鸞

宣化方式來教化世人，而形成鸞堂的組織，以宣講及行

善為重要活動。清末創立的宜蘭醒世堂為臺灣本島最早

的鸞堂，日治初期因鸞堂信仰有助於戒除鴉片而快速擴

展，但後來受到西來庵事件與皇民化運動影響，而逐漸

沉潛下來。戰後初期仍存在不少鸞堂，在地方社會具有

一定的影響力，但隨著時代變遷與社會轉型，多數已不

再運作，少數則附屬或轉型為公廟，持續發揮飛鸞勸化

的作用。

歷來學者對於鸞堂已有許多關注，或梳理整體或個

別鸞堂的發展歷史，或考察扶鸞及宣講的儀式活動，或

分析鸞書的內容與義理，或探討鸞堂的組織成員及其與

社會菁英的關係，累積可觀的研究成果。不過，因各地

本篇為特約邀稿。

鸞堂研究的新視野：《飛鸞走筆：
赤山鸞堂、公廟與地方社會》書評
撰文╱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教授　謝貴文

圖 1　《飛鸞走筆：赤山鸞堂、公廟
與地方社會》

圖片來源：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。

圖 2　2016 年高史博所出版的《臺
灣鳳邑儒教聯堂的飛鸞勸化與
其社會網絡》

圖片來源：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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鸞堂的主事者與運作方式不同，所在的地方社會及其民間信仰情況也各有差異，故仍有

許多研究的空間，由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所獎勵出版的吳振豐《飛鸞走筆：赤山鸞堂、

公廟與地方社會》一書，即是聚焦在赤山一地，但又能觀照整體鸞堂發展的佳作。

本書作者出身鸞堂世家，曾祖父至父親三代皆為堂生，他自小耳濡目染，因而參與

誠心社明善堂的儀式與運作，並正式成為鸞生。在入堂效勞的過程中，又激發其研究的

動機，而從商學院跨科報考文學院歷史學門，最終完成碩士論文並出版專書，這種將信

仰與研究結合的熱情，實在令人感動。全書透過實際參與鸞堂運作的觀察，並運用內部

的第一手資料，先釐清該鸞堂的創立緣由與發展歷程，再由此分析鸞堂、公廟與地方社

會的互動及連結，最後提出其面臨的難題及因應對策。此一研究架構完整，整體論述亦

在水準之上，值得肯定。綜觀書中較重要的論點有三：

一是將鸞堂依設立地點分為「有獨立堂址」、「無獨立堂址」兩部分。前者再依

運作模式有無「公廟化」區分兩種，一為尚保持原先傳統鸞堂的祭儀、祀神、組織與

運作；二為已明顯朝公廟轉型，外觀難分辨是堂或廟，並非僅祭祀堂內奉派神祇，而

有增設地方信仰的神明。後者則是鸞堂與公廟在同一空間，依雙方管理組織是否相同，

可再細分「寄祀」，即鸞堂長期依附在公廟內；「借祀」，即鸞堂暫時性借用公廟的

場所運作；「共祀」，兩者的組織不同，但地位對等，相互協助，共同祭祀，如當前

的誠心社明善堂與赤山文衡殿即是；「合祀」，指兩者管理組織已合而為一，可再細

分兩種，一是鸞堂被公廟合併，有名無實，已無運作；二是廟堂合一，鸞堂雖仍保有

扶鸞儀式，但已與公廟化鸞堂無差異。這個細密的分類系統，乃作者長期而深入在鳳

山地區的調查而來，甚為完備且合乎實情，也可看出鸞堂與公廟間的複雜關係。

二是從「信仰」與「儀式」來討論鸞堂與公廟的依存關係。如同作者的觀察指出，

對誠心社明善堂而言，堂內擁有穩定進行「儀式」的堂生，但「信仰」群眾匱乏；而赤

山文衡殿則擁有穩固的「信仰」信徒，卻欠缺執行「儀式」的人員。重建後的赤山文衡

殿成立管理委員會，雖與誠心社明善堂分屬不同管理組織，但廟內的祭聖仍維持先前模

式，由該堂主導，並新增初一、十五的消災科儀與七月普度。這些祭儀的執行，堂生採

「服務」協助性質，雙方無對價關係，鸞堂出「人」擔任經懺誦唸與聖樂演奏搭配，廟

方則備妥各項供品等「物」，雙方採「互助」方式，而此一模式也延伸至赤山聚落各廟

宇。書中還提到這些祭儀不僅鸞堂人員執行，廟方人員與一般信眾也會參與；而鸞堂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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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指示」、「請示」來進行濟世服務，也都滿足一般民眾的信仰需求。此一論點頗能切

合誠心社明善堂與赤山文衡殿的依存關係，亦可視為鸞堂與公廟較佳的互動模式；不過，

鸞堂過度為公廟提供祭典儀式服務，是否會淡化其最核心的飛鸞勸化功能，亦是值得持

續觀察的。

三是從地方社會的角度，以「神」與「人」來連結鸞堂與公廟。作者指出鸞堂內部

奉祀的「恩師」，是最為頻繁降鸞及與堂生淵源較深的神明，他從誠心社明善堂的首科

鸞書中，發現任職的「恩師」除正副主席外，皆與地方聚落公廟主神有所連結，如大社

青雲宮神農大帝、八隆宮池府千歲、鳳邑城隍、五塊厝文衡聖帝等，使雙方產生「共神」

的關聯，進而拉近與居民的距離，增加其認同感，以加速鸞堂在地方社會的發展。再者，

誠心堂明善社在戰後初期透過地方菁英的協助，方能進入聚落庄廟內寄祀，並持續穩定

發展至今。這些地方菁英有公務型、政治型、管理型三類，有的身兼鸞生與地方民意代

表，有的則參與公廟事務，並具有堂生身分，他們協調並連結鸞堂與公廟間的互動，也

使具有封閉性、神秘性的鸞堂，得以順利地融入地方社會。雖然學界透過民間信仰研究

地方社會的組織與運作已有不少成果，但本書以神際、人際網絡來連結鸞堂、公廟與地

方社會，確實能找到三者之間的關聯性，並提供鸞堂研究的新視野與思考方向。

最後本書作者指出現今鸞堂面臨鸞生不足、老化，及一般民眾難以接觸、參與的問

題，他並提出要朝「永續長存」、「向外拓展」兩方向解決，運用祭儀影像化、活動透

明化、扶鸞科技化、鸞文電子化等方法，這些都可感受其保存鸞堂文化的焦慮感與使命

感。不過，民間信仰與制度性宗教不同之處，在於其更具彈性與包容性，能隨著時代變

遷而自我調整，這也是其能延續不輟，甚至日益興盛的原因所在。事實上，在筆者所接

觸由鸞堂轉型為公廟的案例中，如左營啟明堂、東照山關帝廟，不僅都能維持鸞堂組織

與扶鸞傳統，更透過多元的祭祀、慈善及文教等活動，吸引更多民眾參與，擴大社會的

影響力，更能達到勸善教化的效果。因此，只要能維持飛鸞勸化的核心精神，應以更開

放的態度，容許鸞堂自我調整、創新與轉型，如此才是可長可久的發展之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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